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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知识过滤与毁灭性创新

———基于 Aghion ＆ Howitt 毁灭性创新模型的扩展研究

张秀艳 张 嵩

［摘 要］ 立足于熊彼特的毁灭性创新理论及 Aghion ＆ Howitt 提出的毁灭性创新模型，结合有关创

业创新和知识过滤理论以及知识范式理论，构建了详细的知识转化流程，进而对毁灭性创新模型中

提出的代表创新能力的泊松到达率进行研究。从数理角度研究影响创新产生和转化应用过程的具体

因素，进而推导创业、知识过滤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知识过滤程度、经济全

球化程度及创业活动影响创新能力，进而影响经济稳态水平。知识存量和知识弹性对经济的稳态增

长起到正向作用，而知识过滤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创业作为知识过滤的导体，是减小知识

过滤程度、加大知识溢出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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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熊彼特毁灭性创新理论及其演进

19 世纪中后期，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者们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对现

有经济秩序的破坏上，使得现有财富不停地贬值。随后熊彼特对该观点进行重新理解和提炼，提

出了毁灭性创新的概念，并通过此概念来描述在创新的作用下，具有破坏性的市场结构转变进程

是如何进行的。
毁灭性创新是指: 在自由市场模式下，创新是一种破坏经济体稳定的力量，它不但可以降低

现存企业的价值，还可以破坏劳动力所拥有的因上一代技术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优势。创新所带

来的利润可以增强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加速产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这种破坏力量可以摧毁之

前的社会资本模式。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毁灭性不仅可以扫除技术、经济进步的阻碍，同样也会破

坏维持经济稳定的基石。由于原有技术变得无用，导致掌握原始技术的劳动力失业。一旦创新过

强，过多掌握过时技术的劳动力失业便会使得经济体内部变得混乱，新技术在混乱的经济状况下

无法健康发展，最终经济体走向灭亡。［1］

毁灭性创新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热议，经济学家普遍赞同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改变市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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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观点，但是对熊彼特所持极端的悲观想法却褒贬不一。毁灭性创新虽然

引起了经济体短暂的萧条，但是新技术的产生同样创造出新的机会，拥有新技术的劳动力和更强

创造力的企业会利用机会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原有的劳动力同样也是新技术的消费者，并且通过

培训可以作为掌握新技术的劳动力。创新所带来的毁灭性是产业升级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中完成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例如移动通讯市场。高新技术研发所带来的创新直接摧毁了原有移动通讯市场的格局，当年

的市场“配角” ( 例如苹果、三星) 乃至当时还未涉足移动通讯领域的企业 ( 例如谷歌、htc) ，

凭借着技术创新一跃成为了产业巨头; 而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没落让我们见识到了原有产业巨头

在技术创新前的脆弱，也同样印证了毁灭性创新理论的现实意义。
如今随着创新的不断产生、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状况整体呈良好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出现

熊彼特的“预言”。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多元化和多极化使得创新所产生

的毁灭力量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削弱。毁灭性创新只能使经济体产生短期的萧条，而在长期中却

通过创新的优势来激励企业不断地完成技术进步并促进产业升级，增强经济体内部的竞争力，促

进经济发展。因此，“毁灭性”创新更多地被认为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二、Aghion ＆ Howitt 毁灭性创新模型

目前，Aghion ＆ Howitt 所提出的毁灭性创新模型已经成为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数理模型基

石。［2］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众多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获得多种衍生扩展模型，从而

推进了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发展。其中 Aghion et al． ，Acemoglu ＆ Akcigit 等文

章着重引入竞争因素，讨论在不同的竞争机制下创新的作用。［3 － 6］Klette ＆ Kortum，Akcigit ＆
Kerr，Acemoglu et al． ，Akcigit et al． 等文章则通过对小企业的退出频率、生存条件、增长速度以

及企业寿命和规模等方面的研究来进一步拓展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7 － 11］Krusell ＆ Ｒios-
Ｒull，Aghion ＆ Howitt，Acemoglu et al． ，Aghion et al． ，Acemoglu ＆ Ｒobinson 则从经济增长的角

度来证明创新对经济的贡献。［12 － 18］以 Aghion ＆ Howitt 为基础的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拓展研究成果，

Aghion 和 Howitt 在 2012 年的诺贝尔颁奖大会上也进行过总结和梳理。
Aghion ＆ Howitt 从数理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创新跨期模型，说明创新的毁灭性。［2］模型按照熊

彼特所说“新的创新必然会带来产品质量的升级，因此新的产品必然会取代旧的产品，而拥有

新产品的企业将会打破当前产业稳定的格局成为垄断者，破坏了原有的市场”为核心思想
［1］，

以数学表达式的形式来模拟 “毁灭性创新”的过程。
该模型是一个质量阶梯模型，因此认为创新生产新的产品必然会使得旧的产品和技术被遗

弃。模型假定所有的研究都是由企业完成的，每次创新都能够为创新企业带来未来产业的垄断地

位，获取垄断市场的租金并一直持续到下次创新的产生。
模型按照熊彼特学派提倡的创新具有不确定性为基础，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提升质

量的创新产生。而这些创新则是由不确定性的研究活动创造的，因此创新的进程被假定为某种随

机过程。因此每期创新产生的间隔具有随机性，但是相邻两期研发活动之间具有确定的关系，当

期的研发活动与对下一期研发活动的预期成反比。对下期研发活动和利润预期越高，当期垄断市

场利润的时间便越短，从而减小了当期研发创新活动的热情。
模型将生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中间产品阶段，一个是最终消费产品阶段。中间产品

是最终产品生产的原料，最终产品在市场上被消费者购买，同样也可以用来生产中间产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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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种，一种为非技术型工人，主要从事最终产品的生产，在模型中假定为常数 ( 可以被忽

略) ; 另一种为技术型工人，这类工人一部分用于中间产品的生产或研发:

Lt = xt + nt ( 1)

其中 xt 代表中间产品的生产，nt 代表研发人员。中间产品只由生产中间产品的技术工人生产，假

定按照线性函数的形式，因此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等于中间产品的投入。最终产品的总生产函数

( 按照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为

yt = Atxαt α∈ ( 0，1) ( 2)

其中，At 代表中间产品投入的生产率，xt 代表中间产品的投入。新的中间产品可以提升生产率参

数 At 。垄断厂商在最终产品生产环节追求利润最大化:

πfinal
t = yt － ptxt ( 3)

假设创新是按照泊松进程随机产生的，泊松到达率为 λ ，由于泊松进程具有可加性，因此 n
个研究人员的期望泊松到达率为 λn。每一个创新的产生都会使得最终产品生产阶段的生产率 A
在下一个阶段获得提升。

At+1 = γAt

当企业成功创新后便会垄断所在市场，直到下一个创新者取代它。在研究阶段，企业的目标

就是最大化从研发中获得预期利润，由套利条件知:

λntVt+1 = ntwt  λVt+1 = wt ( 4)

其中 Vt+1 代表外部企业对第 t + 1 次创新的预期报酬的贴现值，wt 代表每小时制造出的价值，而

λVt+1 是每小时研发的期望价值。原模型认为，下一代创新的研发完全是由外部企业完成而非市

场内现存企业。这是因为对于外部企业来说创新所带来的预期垄断利润为 Vt+1 ，而对于现存企业

来说下一次创新所获的利润仅为小于外部企业的获利，所以外部企业的研发热情更高，这种效应

通常称为“替代效应”。其中 Vt+1 定义为:

Vt+1 =
πt +1

r + λnt+1
( 5)

Vt+1 是由第 t + 1 次创新在一个时间间隔内产生的垄断利润的期望现值流，间隔长度则按照指

数为 λnt+1 的指数分布 ( 等待时间为 1 /λnt+1 ) 。分母代表退化调整利率，同样也显示出毁灭性创

新的影响，对未来研发预期越高，当前垄断统治期越短，对先前创新的报酬也就越小。因此该模

型充分地诠释了熊彼特的 “毁灭性创新”观点，每一次创新都是旨在占据未来市场租金的创造

活动，但是对未来的预期同时会破坏由前一期创新所产生的垄断市场租金。毁灭性创新可以说是

对 λnt+1 的最好解释: 研发活动强度的提高导致当前垄断者对市场垄断时间的减少，同样也减少

了预期可获得租金的贴现值，如果对未来创新预期过高，会导致当期企业可获得的租金大大减

少，这便会导致企业停止研发活动、不再进行创新的极端情况出现。
结合上述结论，通过推导模型在市场出清条件下的稳态均衡或者平衡增长，最终得到套利

方程:

1 = λ
γ 1

α
－( )1 ( L － n)

r + λn
( 6)

模型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

( 1) 利率 r 降低可以通过提升垄断利润的现值来提升研发的边际利润。
( 2) 提高生产率 γ 可以通过提高下一阶段垄断利润的规模来提高研发的边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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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高创新能力 λ 可以同时减少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但是前者影响更大。

三、Aghion ＆ Howitt 模型中泊松到达率 λ 的扩展研究

从 Aghion ＆ Howitt 的原始毁灭性创新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提高生产率 γ和泊松到达率λ 均可

以提高企业的获利。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生产技术的进步则是由创新所

带来，由此可见创新能力 ( 泊松到达率) λ 的重要性。但是无论是 1992 年的最初模型还是后来

的 1998 年引进资本的模型，都只是将泊松到达率作为一个常数。原始模型的结论是建立在两个

基本假设之上: 第一，创新一旦产生便会被完全应用在实际生产之中; 第二，创新的潜力与能力

单单用泊松到达率 λ 代替，创新的产生也按照泊松进程产生。正如前文所介绍，国外学者的研

究重点集中于创新所带来的竞争机制和影响竞争的因素，而国内学者则集中于毁灭性创新与经济

周期变化的关系如钟春平［19］，以及毁灭性创新和其衍生版破坏性创新对于企业或者组织结构发

展的影响如吴贵生和谢伟、陈劲等［20 － 21］，基本没有人去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可以影响毁灭性创新

进程的泊松到达率。而在 1992 年的模型中作者提到，如果泊松到达率一旦变高，研发的均衡便

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可见泊松到达率 λ 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便是

通过构建知识的转化路径，指出泊松到达率在知识转化过程中的作用，结合知识溢出理论进而重

点剖析哪些因素影响泊松到达率以及泊松到达率可能存在的具体方程形式。
对于 λ 的研究我们必须从创新的源头———知识入手，知识的发展直接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动

力。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并不一定代表能够产生有效的技术创新，并且知

识的应用往往也无法立刻投入到实际生产中，这种知识到实际应用技术的转化受到多方面因素制

约，同样这些限制因素也导致实际创新能力 λ 的不确定性。本文结合创业理论、知识过滤理论、
知识溢出理论以及知识发展模型，进一步研究制约并影响创新能力 λ 的因素并试图建立相关

方程。
( 一) 知识与创新的关联性
Sanders 构建了一个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创业理论以及科学知识三者的经济增长模型。鉴于

创新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不争的事实，Sanders 重点分析知识自身的发展机制

以及知识究竟如何创造出可以产生创新的机会。文章中将知识分为基础型知识以及工具型知识，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着重知识本身的原理和性质，后者则是对知识的工具型应用，而能够产生创

新的源头在于基础型知识的发展。文中对创新的定义为 “将新的知识进行商业化进而推动经济

增长”，因此只有基础型知识的不断创新，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创新机会进而产生创新。［22］

Sanders 总结到，创新的源头在于知识的发展，当现有知识体系不断发展或者取得重大突破

时，便会随即产生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创业机会，企业的 Ｒ＆D 将这些机会和潜力当做研发的原材

料，并且对原材料进行商业化，将这些知识通过创新转化为技术进步从而获利甚至进一步推动经

济增长。企业的 Ｒ＆D 部门类似知识的加工厂，而高校与一些科研机构则是原材料供应商，要想

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两者缺一不可。Sanders 构建函数:

n· = ( np － n) f( Ｒ) ( 7)

其中 n 代表现存的创新技术，np 为创新潜力，而 f( Ｒ) 为 Ｒ＆D 投入 Ｒ 的生产函数。可以看出当

Ｒ＆D 投入不变时，创新潜力与现存创新技术之差才是影响创新增长 n· 的关键，而创新增长直接

影响了创新能力 λ。创新潜力主要是由当前的知识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知识由于具有极高的不

确定性，新知识除了个别可能是完全由全新的知识体系产生，大多数都是现有知识之间的相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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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此知识存量可以说是当前知识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并且创新能力与

知识存量存在正向关系，创新能力与创新潜力也存在同样的关系。
( 二) 创业、知识过滤对创新的影响
创新的实质是知识本身的发展，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通过对原有知识的研究和结

合进而发现新的知识，最终科学家或者企业通过对新知识的再加工使之成为能够提升人类生产、
生活质量的技术，这就是创新。创新所带来的一切改变，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知识溢出

的体现，因此对知识的研究也就转化为对知识溢出的研究。
知识本身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是否将知识进行商业化在决

策层和研发层产生很大的分歧，进而会引发知识浪费，这一过程被 Acs ＆ Audretsch 归结为知识

过滤。［23］知识过滤主要存在于企业对知识的商业化环节之中，知识过滤是产生创新不确定性的主

要原因之一。Acs，Audretsch 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过滤是知识溢出环节中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知识过滤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知识溢出，使得知识本身利用率大大降低。［23 － 28］

导致知识过滤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在知识的最初研发层面，基础知识的研究由于对知识理

论要求很高，而高校和研究所等研发部门与企业之间缺少足够的沟通，导致有大量的前沿知识无

法被企业 Ｒ＆D 部门消化，进而更无法将这些知识进行商业化从而产生技术进步; 同样由于专利

权等问题，一部分前沿知识无法被企业获得，进而短期内就无法进入到经济领域之中。其次，在

企业内部，往往具有雄厚研发实力的大企业由于庞大的行政设置，反而在一些新产品的研发和推

广上存在一定滞后性。企业规模越大，层级性的低效率就会越明显。由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限

制，导致旗下的研发部门虽然有强大的研发实力，但是决策层可能会忽略掉大量的创新产品和技

术。这些创新可能与当前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方向无关，或者本身存在较高的风险性，在通过企业

层层决策者的筛选时被遗弃。最后，由于当前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所限，可能导致大量的知识无

法被现存企业所获得，或者没有足够的企业和资金去转化新的知识，导致即使存在创新潜力，却

无法将潜力转化为产品和技术。可以看出，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知识过滤的影响。
创业是削减知识过滤的关键，当外部投资者或者研发人员自身通过权衡利弊，一旦发现此类

未完全商业化知识的获利潜力后，便会投资建立企业，将这部分知识有效地转化成新技术并投入

到市场之中。如果将创新当做产出，那么知识则是该种产出的投入要素，例如 Ｒ＆D 和人力资本

等等。［23 － 24，27 － 28］按照以往的观点，研究有关创新的单位通常是企业，也正是因为企业中分为决策

层和研发层的原因使得知识过滤无法被单独分析。当以个人或者研发团队为最小研究单位时，一

旦研发者与企业决策层之间关于新知识、新想法产生分歧，研发者可以通过衡量利弊做出是否离

开企业继续对新知识开发利用的决定，这也就是创业的一部分。［26］创业实际上就是对创业机会的

利用，而创业机会恰恰就是由于知识过滤的存在导致未商业化的知识所产生的。［22，26］换句话说，

知识过滤导致的未商业化知识为创业提供了有效的机会，创业是知识过滤的导体，创业活动可以

有效提高知识溢出效率，极大减少知识过滤程度。［27］创业机会不仅仅是由于对新知识的开发所产

生的，同样也是开发现存的但又未商业化的知识所产生的。因此，创业是促进知识溢出的重要因

素。从某种程度上讲，创业对知识溢出的作用是一种加大知识利用率和转化率的表现，因此和知

识正相关，可以推断创业对经济增长同样存在促进作用。Audretsch ＆ Lehmann 通过对 “瑞典悖

论”以及“欧洲悖论”现象的分析指出，仅仅是加大对知识研发的投入很难达到预期的经济增

长目标，由于知识过滤的作用极大，导致对知识研发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而创业则是解决知

识过滤的最好途径，创业加大了现有知识的转化和商业化，并且同样间接地加快了新知识的研

发。Audretsch ＆ Lehmann 通过美国 1980 年的 Bayh-Dole Act 法案的实施效果证明了自己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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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27］

( 三) 知识转化路径
综合以上分析和研究结论，我们构建数据流程图描述知识转化路径。与其他学者构建的简单

定性的知识转化图不同，本文从知识的源头进行分析，详细地描述了知识在经济体内的流动过程

以及产生的结果，详见图 1。

图 1 知识转化路径

由图 1 可见，知识的源泉始于高校及科研机构。［22］一方面，企业研发部门和决策层选择性地

将知识部分商业化，即产生新技术，从而实现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外部投资者或研

发人员，即创业者，通过创业将未被商业化的知识转化为技术，同样实现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二者可谓殊途同归。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知识过滤和创业是影响创新的主要因素，知识过滤弱化了创新能力，创

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过滤的负向作用。因此本文以知识过滤为突破口，深入研究 Aghion ＆
Howitt 模型中泊松到达率 λ 的实质。另外，创新自身存在地域性的特点，多数创新都与导致其产

生的知识诞生地有关，往往科研机构多和科研能力强的地方比较容易产生创新，所以创新能力还

与当前地区的科研水平密切相关。
( 四) 构建创新能力 λ方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结合知识溢出理论和创业理论，根据影响创新能力的重点要素，建立了

一个包含知识存量与知识过滤的创新能力方程:

λ = δ kθ

f
， ( θ ＞ 0， ＞ 0) ( 8)

其中 k 为当前的知识存量，f 为知识过滤程度，δ 为常数，θ 和  为知识存量和知识过滤对创新能力

的弹性。通过对上述方程两边取对数并且对时间求导可得:

λ
·

λ
= θ k

·

k －  f
·

f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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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知识过滤对创新能力的弹性参数  是不变常数，重点讨论知识弹性参数 θ。知识过

滤可以直接影响创新能力，即弱化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影响知识增速本身从而间接影响创新能

力。当经济体知识过滤程度较高时，导致当前整体知识利用率低下，即使是知识本身高速增长，

但由于知识过滤的作用，仍旧无法带来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知识弹性 θ 同样也受到知识过滤 f
的影响。当经济体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时，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产业化水平都比较成熟，知识的

小幅度增长无法对当前科技水平产生较大影响，此时知识对创新的弹性就会变小; 反之，在经济

体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知识的增长会对创新有较大的影响，此时

知识的弹性就会比较大。纵观当前，即使是作为世界科技领头羊的美国，知识的增长依旧维持着

美国科技创新的高速增长，所以说当前全球经济体还没有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知识依旧对创新

有着较大弹性。除了上述因素，经济体全球化的参与程度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体参

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可交流的领域便会越多，得到知识溢出的速度就越大，程度也就越高，因

此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也就成为了影响知识弹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建立知

识弹性方程:

θ = θ( f，d) ( 10)

其中 d 为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且 θ'f ＜ 0，θ'd ＞ 0 ，因此创新能力 λ 方程转换为:

λ = δ k
θ( f，d)

f
( θ ＞ 0， ＞ 0，θ'f ＜ 0，θ'd ＞ 0) ( 11)

( 五) 内生增长混合模型的平衡增长分析
Aghion ＆ Howitt 在建立最初的毁灭性创新模型后，一直以该模型为基础，致力于研究创新对

经济的影响。在最近的十年中，他们不断修改并拓展该模型，试图完善熊彼特学派的增长理论。
在结合资本与毁灭性创新的增长模型的基础上，Aghion ＆ Howitt 试图建立一个将新古典内生增长

模型和毁灭性创新模型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模型，进而分析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9］按照他们的

观点，总生产函数为:

Yt = ∫
1

0
AitL

1－αxαitdi， 0 ＜ α ＜ 1 ( 12)

其中 xit 为中间产品 i 在 t 时刻的投入量，Ait 是生产力变量，可以用来衡量投入的质量。在该模型

中劳动力供给 L 简化为 1。与原始模型不同的是，在这里中间产品不再由中间产品的劳动力来衡

量，而是改用资本来衡量。
模型在稳态增长时，期望的稳态增长率等于技术的进步率，同样等于创新的概率 λnt 与创新

增长 γ － 1 的乘积，因此实际的稳态增长率为:

gt =
A
·

t

At
= ( γ － 1) λnt

将套利方程带入，得到:

gt = ( γ － 1) ( λγα( 1 － α) mα
t － rt ) ( 13)

从上式可看出该模型认为创新能力与创新规模对经济的增长有正向的影响。
我们将本文所构建的创新能力方程带入上述方程，得到:

gt = ( γ － 1) δ kθ

f
γα( 1 － α) mα

t － r( )t =
( γ － 1) ( δkθγα( 1 － α) mα

t － rt )
f

( 14)

由此可见，知识存量和知识弹性对经济的稳态增长起到正向影响，而知识过滤则对经济增长

有着负向作用。因此减小知识的过滤程度，提高知识存量以及知识弹性，便是提升经济增长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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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由于 θ'f ＜ 0，θ'd ＞ 0 ，也就是说减小知识的过滤程度同样可以增加知识弹性，可见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在于如何减小知识过滤，而作为知识过滤导体的创业则是减小知识过滤程度、加大知识

溢出效率的有效途径。

四、结论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重新审视熊彼特毁灭性创新理论的现实意义，并基于创业、知识过滤等相关理论，对

Aghion ＆ Howitt 的毁灭性创新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从数理角度研究影响创新能力 λ 的因素并构

建创新能力方程，进而推导创业、知识过滤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 知识

过滤程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弱，经济稳态水平越低。2 ) 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创业活动越强，

创新能力就越强，从而经济稳态水平也越高。3) 知识存量和知识弹性与创新能力正相关，对经

济的稳态增长起到正向影响，而知识过滤则对经济增长有着负向作用。减小知识的过滤程度同样

可以增加知识弹性。因此，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于如何减小知识过滤，而作为知识过滤导体的创

业则是减小知识过滤程度、加大知识溢出效率的有效途径。
鉴于以上研究结论，企业管理者应当正视创新的 “毁灭性”，不要被阶段性的技术领先所带

来的暂时优势所蒙蔽，应当慎重对待每一次创新技术的产生，避免因为自身的发展意识局限、决

策层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犹豫或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低效率导致创新潜力和潜在技术被埋没，

从而失去行业的领先优势甚至引爆企业的 “毁灭”。而政策制定者则需要明确创新源于知识，在

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知识研究的重视，强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营造有利于

知识商业化的制度环境。同时，重视知识溢出效率，制定积极的创业政策，尤其是推动高新技

术、中小企业的创业政策，鼓励创新的研发者或者善于风险投资的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削减知识

过滤，最终产生技术创新并应用于市场中，从而推动产业的革新与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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